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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残酷的战斗在北京郊外

八里桥上演，对阵双方是清朝

军队和英法联军。

清军主力是两万五千多

名蒙古骑兵，其统帅是一年前

指挥清军成功击退英法联军

的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而英法联军总兵力一万八千

人，实际投入作战的是大约六

千人的法国军队， 统帅是

64

岁的老将孟托邦。

一年前大沽保卫战的胜

利让僧格林沁对这场大决战

充满了期望， 而在坦荡如砥

的华北大平原上遭遇曾经横

扫欧亚的蒙古骑兵， 孟托邦

的心里也着实没底。 然而，

出乎双方指挥官的意料， 战

场上并没有出现“短兵相

接”、 “刀光剑影” 的肉搏

战， 而是英法联军主宰下的

彻头彻尾的大屠杀。

“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

猛和反复地冲杀，还是一开始

就遭到惨败！ ”法军军官吉拉

尔亲眼目睹了这支蒙古骑兵

的覆灭，“这些勇敢的，然而还

不够灵活的战士，与其把战场

易手，让给敌人，还是宁愿一

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

阵亡。 ”

此役，僧格林沁统帅的数

万蒙古铁骑仅有

7

人生还，而

英法联军总共死亡

12

人，其

中还包括自己人的误伤，以至

于法国议员们讥笑这是一场

“引人发笑的战斗”。

虽然军事学家们津津乐

道于僧格林沁在这场战役中

的指挥失误， 但是， 超过

1000

：

1

的死亡比率， 无论如

何也不是僧格林沁个人的失

败。 从威震世界到溃不成军，

八里桥之战与其说是蒙古骑

兵凄婉的绝唱， 倒不如说是

游牧文明遭遇工业文明的悲

怆开端。

■

失落的马背民族

与当年法国议员们用

“一场引人发笑的战斗” 来嘲

弄僧格林沁统帅的蒙古骑兵

不同，

70

多年后， 另一位法

国人———历史学家勒内·格鲁

塞却对他们充满了崇敬之情。

他在自己的代表作 《草原帝

国》 中提醒人们注意： “草

原上的马上弓箭手们统治着

欧亚达

13

个世纪之久……自

从这些弓箭手们不再是世界

征服者以来， 仅仅才过了三

个世纪。”

游牧民族为什么能够统

治欧亚大陆

13

个世纪？

在勒内·格鲁塞看来，在

冷兵器时代的古代社会，“马

上的弓箭手们射出的利箭是

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在当

时具有战斗力和摧毁敌人士

气的作用，几乎与今天枪手们

的子弹作用一样。 ”在游牧民

族和农耕民族的冲突中，游牧

民族往往占据着明显的军事

优势。

很显然， 勒内·格鲁塞把

这种军事优势集中到了弓箭

上，但他忽略了一个更加重要

的因素，那就是草原帝国的支

柱———马。 道理很简单———弓

箭固然强大，却并非牧人们独

有。 农耕民族历来就有使用弓

箭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原的农耕民族就已经发明

了比弓箭更精准、 更强劲，也

更有杀伤力的弩机。 如果不是

因为缺少战马，农耕民族也不

用辛辛苦苦修筑长城来抵御

游牧民族了。

游牧民族

1300

多年的辉

煌历史， 无一

例外的都建筑

在他们强健的

马背之上，而

13

世纪勃兴于

蒙古高原的蒙

古人则一直自

称为“马背上

的民族”。

13

世纪中

叶， 一位欧洲

传教士在觐见

蒙哥汗后记录下了蒙古骑兵

的形象：“他们大头、 小眼睛，

肩膀出奇宽，吃在马上，睡在

马上，开会也在马上，他们大

概有几个月没下马，皮革制的

衣服已经腐烂并和皮肤粘连

在一起。 ”很难想象，帮助他们

征服世界的不是高大威猛的

大宛马或阿拉伯马，而是个头

小速度慢， 其貌不扬的蒙古

马。

在今天看来，蒙古马恐怕

是最劣等的马了。 它们身材矮

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

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 但它

们是世界上耐力最强的马，对

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最低，无

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

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

时找到食物。 蒙古马有超强的

耐寒能力， 不仅能刨食

40

厘

米深雪下的牧草，而且能在零

下摄氏

50

度的极低温下生

存，因而被人们称赞是“最接

近骆驼的马”。

蒙古马不仅可以随时胜

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而

且还是蒙古人的食物来源。 蒙

古骑兵出征时往往带着大量

的母马，随时为士兵们提供马

奶。 这就大大减轻了蒙古军队

的后勤压力，使得蒙古军队具

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

的速度和机动能力。

据《蒙古族古代战争史》

记载， 从长江北岸至保加利

亚，部队集结时间不过两至三

个月，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

90

至

95

公里。 而它作战时的推

进速度同样快得惊人：攻占北

俄罗斯， 用了

2

个月零

5

天，

每天的平均速度

85

公里至

90

公里； 攻占南俄罗斯， 用了

2

个月零

10

天时间， 每天进攻

速度

55

到

60

公里；攻占匈牙

利和波兰，用时三个月，每天

进攻速度为

58

到

62

公里。 相

比之下，二战后期，苏联红军

在基本没有阻力的情况下，从

波兰的维瓦斯河直扑德国的

奥得河， 在

20

天里也只推进

了

500

公里， 每天只有

25

到

30

公里而已。而这次战役曾一

度被视为现代战争中推进速

度最快的战役。

清代中后期，当满八旗和

汉八旗在关内提笼架鸟，丧失

战斗力的时候，蒙古骑兵则成

了清王朝最倚重的军事力量。

此起彼伏的内外战争中，满洲

亲贵率领的八旗军队连遭败

绩，而忠勇的科尔沁亲王僧格

林沁在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

和大沽口保卫战击退英法联

军的“殊勋”， 犹如一剂强心

针，一度被满清贵族倚为“长

城”和“柱石”。

然而，时过境迁，当八里

桥之战的对手已不再是手持

兵刃的中世纪军队，而是装备

着来复枪和西洋大炮的近代

军队时，靠弓箭和马刀御敌的

蒙古骑兵也只能接受惨败的

现实。

据历史记载，成吉思汗时

期，蒙古草原上至少有一千万

匹蒙古马自由驰骋。 然而，八

里桥惨败后，清政府对蒙古骑

兵丧失了信心，以至于晚清数

十年都不再向蒙古地区征兵。

1934

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

内外蒙古交界的诺尔包曾经

统计了一家蒙古牧民的牲畜，

分别是“马

2

匹、牛

27

头、骆

驼

28

匹、羊

300

多只”。 很显

然，马在蒙古人中的地位已经

大大下降了。

■

停滞的蒙古草原

八里桥战后， 曾国藩、李

鸿章引进洋枪洋炮编练的湘

军和淮军正式取代蒙古骑兵，

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的军事支

柱。

但对于那些蒙古王公来

说，这次惨败却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蒙古王公们依然如故

享受着悠闲自在的贵族生活。

因为年班晋京（清朝惯例，每

年终了，内外蒙古的王公要分

班循环进京上朝值班）或“入

值当差”等原因，蒙古王公大

多都曾在北京生活过。 而满蒙

联姻的祖制，使他们与满清贵

族也多有姻亲关系，由此也习

染了满清贵胄们奢靡腐烂的

生活作风。

据汪国钧《蒙古纪闻》记

载， 僧格林沁兵败八里桥时，

同为内蒙古王公的喀喇沁右

旗郡王色伯克多尔济正醉心

于京剧，他在王府后花园建起

了戏台，专门挑选蒙古子弟演

戏，号称“弟子班儿”，终日演

戏作乐。

色伯克多尔济死后，新继

位的旺都特那木济勒“子承父

志”，耗费巨资购买行头，添置

奇幕， 邀请文武角色教授昆

曲、高腔、二黄等汉族戏剧。 由

于两代郡王都沉迷戏剧，优伶

们恃宠而骄，横行无忌，最终

在旺都特那木济勒的五十寿

宴上爆发了练军和优伶负气

斗殴的恶性事件。

耽于享乐的绝不仅仅是

色伯克多尔济父子。早在

1828

年，伊克昭盟贝子桑斋旺亲就

因挥霍无度，肆意加重赋役引

发了声势浩大的“独贵龙”运

动。

而

1853

年到

1869

年间，

土默特右旗贝子德勒克色楞

也因同样的原因激起持续

16

年的“八枝箭” 武装抵制斗

争。 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们

早已没有了祖先们跃马草原、

弯弓射雕的英武神勇， 更没

有先辈横扫欧亚开辟万里疆

土的壮志豪情。 清王朝分而

治之的盟旗制度， 严格限制

了王公贵族的流动与扩张，

而待遇优渥的扎萨克制度则

销蚀了他们战天斗地的最后

一丝豪情。

相对于蒙古王公， 遍布

蒙古草原的喇嘛更可谓是死

水一潭。 直到清王朝灭亡十

年以后， 美国探险家罗伊·查

普曼·安德鲁斯仍然感受到了

它那种“毫无价值” 的存在。

他在 《库伦写真》 中这样描

述：

蒙古牧民也过着一成不

变的游牧生活。 二十世纪三十

年代，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在蒙

古族居住区所看到的仍然是

延 续 了 数 千 年 的 游 牧 方

式———既没有“保护和容纳牲

畜的围栏，更不准备干草等冬

储饲料，只是将牲畜放牧于旷

野中，逐水草而移动”。 其结果

“即使在平常年份， 冬季因为

降雪也会失去二成至三成的

羊群。 ”

尽管如此，尚处在自给自

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的蒙古

人，还是不愿放弃这种原始的

游牧方式。 因为，对于一个五

口人的蒙古家庭， 只要有“

50

只羊、

8

头牛、

2

匹马就可以维

持最低的生活标准”， 如果有

了上百头牲畜，就可以任其自

然繁殖，即使因为越冬或疾病

死掉几成，一家人仍然可以无

忧无虑的生活。

不过，仍然有一些变化缓

慢地出现在蒙古草原的东部

和南部边缘。 这主要是因为自

清朝中期开始，汉族移民的大

举涌入。 在蒙汉杂居地区，江

上波夫看到：“在那里都为羊

群和仔羊设立围栏或者土造

的家畜圈舍，储备干草以作牲

畜的冬储饲料。 ”他们与蒙古

腹地最大的不同是，“将牲畜、

毛皮等主要用于商品交换，而

自家用的部分比较少，故他们

的生产已有商品生产的性

质。 ”

■

工业化的挑战

与东南部的农垦不同，蒙

古草原北部则已经开始感受

到了工业文明的气息。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蒙

古草原上，库伦是最具有现代

气息的城市。

1920

年，美国探

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

来到外蒙古的政治中心库伦。

他所看到的是“中世纪的一个

遗迹，盖上了二十世纪文明的

外饰：一个极端矛盾显然不合

时宜的城邑。 汽车和来自无

人烟的戈壁大沙漠的骆驼队

商相交错。 神圣的喇嘛穿着

火红的或黄色的宽袍和穿着

黑长衫的牧师相并而行， 棕

黑色的蒙古女人戴着奇特的

头巾瞠目注视最时尚的俄国

姐妹们。”

其实早在

1604

年， 俄罗

斯人就开始涉足这片土地，不

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俄罗斯

和蒙古地区之间仅仅是限于中

俄边境的商贸往来， 俄国对蒙

古地区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

让俄罗斯看到了清政府的懦

弱。

刚刚完成农奴改革的俄罗

斯亟欲在中国打开工业产品销

售市场， 于是利用英法两国发

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趁火打

劫， 迫使清政府签署了 《中俄

陆路通商章程》、 《改订陆路

通商章程》 等不平等条约， 从

而获得了比中国内地旅蒙商人

优厚得多的贸易特权。

19

世纪

80

年代初， 俄国

人波兹德涅耶夫发现“乌里雅

苏台周围地区的草原上至少已

有四分之三的居民穿的都是俄

国棉布做的衣服”，中国的手工

业产品彻底败给了俄国的工业

制成品。

1902

年， 清政府正式废

止执行了

250

多年的蒙禁， 开

始大规模放垦蒙地并全面筹划

蒙古改制， 此时， 沉睡了上百

年的蒙古王公才受到了极大的

震动。 一大批蒙古王公上奏朝

廷要求改革图强。 其中改革最

为积极、 成效最大的是喀喇沁

郡王贡桑诺尔布。

和沉迷戏剧的祖父、 父亲

不同，

26

岁继位的贡桑诺尔

布对蒙古族的危机有着深刻的

认识， 并积极推动喀喇沁右旗

的各项现代化改革。 经过十余

年的努力， 贡桑诺尔布编练了

新式军队， 组建了警察队； 创

办了蒙古族历史上最早的新式

学校， 出版了蒙古族历史上第

一份报纸； 开通了自喀喇沁右

旗到北京的电报线； 并且开办

了织造毡毯， 制作染料、 肥

皂、 蜡烛等日用品的综合性工

厂， 开设了百货商店， 甚至筹

划与外商合资开采本旗金银矿

藏， 后因清政府没有批准而落

空。

与此同时， 其他蒙古王公

也纷纷推行新政， 一批新式学

堂和工矿企业相继创办起来。

也许假以时日， 蒙古社会也会

逐步实现现代化。 不过一切已

经为时已晚。

1904

年， 世界最长的铁

路———西伯利亚铁路开始通

车。 三年后， 俄罗斯又在中国

东北筑起了一条以哈尔滨为中

心， 西至满洲里， 南至大连的

中东铁路。 时隔几年， 从北京

到奉天 （沈阳） 的京奉铁路、

从北京到归绥连接绥包铁路的

平绥铁路相继开通， 蒙古大草

原被不断延伸的铁路网所包

围。

时隔

20

多年后，美国人拉

铁摩尔在蒙古高原充分感受到

了铁路对蒙古社会的巨大影

响。 他在《亚洲的内陆边疆》描

述了铁路对蒙古社会的巨大影

响：“铁道整个地使原有的粗浅

和精深两种经济的天然平衡变

形。从北方，铁路把俄国商人从

它的侧面送进外蒙古， 俄国移

民也随之进入。 ”

便捷的交通使外蒙古逐渐

脱离了清王朝的控制， 最终沦

为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而在蒙

古草原东方和南方， “由铁道

送进内蒙古的汉族移民比商人

要多”， 内蒙古和内地的经济

联系变得更加紧密。

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产

物———铁路的延伸和分割中，

曾经完整的蒙古大草原不可避

免地分裂成了南北两部分。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在

俄罗斯的策动下， 外蒙古开始

自治。 而一度谋求蒙古独立的

贡桑诺尔布则放弃了蒙古独立

的主张， 内蒙古最终留在了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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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蒙古骑兵
□

李江远

从威震世界到

溃不成军，八里桥

之战不仅是蒙古

骑兵凄婉的绝唱，

更是整个游牧民

族面临的巨大危

机。 从这一刻开

始，这个马背上的

民族不得不直面

工业文明的挑战。

〉〉〉〉〉〉


